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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雎》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篇章，其间蕴含着中国古典诗教乃至整个古典教

育的基本脉络：在以物起兴的过程中，打开个体成人的天地视域，让个体内在地进入天地四

时之中，潜移默化地形塑自我生命形态，获得自身生命的内在规定性，逐步形成个体美善合

一的生命形态。这一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过程。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以《诗经》之教为基础，经由孔子而逐步成型的中国古典教育体系，那就是：

以美兴人，以礼导人，以道成人。 

关键词:《关雎》；兴发；古典诗 

 

《关雎》作为《诗经》中耳熟能详的重要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

在发掘《关雎》的文学价值之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其教育的价值。 

 

一、爱的上升与个体成人的基本秩序 

 

《关雎》全诗可分三章，首章四句，“见物起兴，直写自己的爱情和愿望”；次章八句，

“写自己的寤寐不忘”；三章八句“写愿望实现时的欢乐之情，实际上是向往之辞”，
［1］

也即

“‘寤寐求之’而不得，更思一法，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2］

所谓“琴瑟友之”“钟

鼓乐之”乃是“求之不得”之后以君子的锲而不舍来表达对“窈窕淑女”的“求”，“求”—

——而非“求”的结果也即婚姻———才是《关雎》一诗的中心所在。 

如果说《诗经》编撰的目标乃是君子德性之教化，那么教化的出发点正是个人爱的情感

及其调适。以《关雎》为开篇，无疑是看到了爱在个体发展中的基础性。“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同时敞开的正是“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的爱之发生。如果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的乃是爱

之情感的自然正当与优雅，那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表达的就是爱的浓烈与爱者的节制。显然，这首诗不仅看到了爱的情感在个体诗

性生命激励与彰显的重要性，同样提示我们爱的优雅、节制与适度。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

乐之”，诗的结尾传达的正是个体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期待，在这里，“琴瑟乃君子之器，可以

传达君子的人格特质和精神追求”，
［3］

而钟鼓是所谓礼器，钟鼓之音正是礼乐文化的象征，



正如荀子所言“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荀子.乐论》）想象着以琴瑟和钟鼓之乐

来陪伴着顺水采摘荇菜的女子，“以声乐之美以寄‘君子’之情，通其媒理”，
［4］

也即优雅而

又合礼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可谓美与善合一。正如孔子所言，“《关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淫”，“乃过也，过甚之意”，
［5］
“伤”“亦太过之意”。

［6］
青春

少年因为爱意充盈，显现出生命的积极追求而又不强横；追求心中的爱，求之不得，难免伤

感，而又能在审美化想象中自我舒展，不至于过分哀伤。亦如《中庸》所言，“喜、怒、哀、

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之达道也”，

青春个体自然地萌发对“窈窕淑女”的爱意，这种爱意乃是青春少年的内在生命意向的积蓄，

也即个体内心之中萌动着对美好事物的爱，这是“中”的状态；爱意以优雅而又合乎礼制的

方式显现出来，这正是“发而皆中节”，也即“和”之表现。 

诗中三次提到荇菜，、“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

右芼之”。十分有意思的是，先秦时期荇菜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供祭祀之用。
［7］

这里用不同

的姿态采摘荇菜，其间在传递时令变化的同时，也蕴含着个体持续地追求美好事物的心灵意

向。对美好事物的无比的爱与热情，正是君子成德的基础。“寤寐求之”、“辗转反侧”乃是

这种爱与热情在个体生命状态之中的延续，也即对美好事物的爱浸染了个体日常生活。“琴

瑟友之”“钟鼓乐之”则提示着个体欲求美好事物的实践之路。个体对美之爱，内心怀想着

美的事物，辅之以原本属于礼器的琴瑟与钟鼓，在对美好事物的欲求中达成礼乐合一、美善

合一之境界，个人性的美善合一走向公共性的礼乐合一。 

正是在这里，“自然的情欲追求转化为个人性的琴瑟相和，并最终呈现为社会伦理性的

钟鼓之音，也许，这才最终体现了儒家诗教的礼乐追求：通过诗的感发最终营造和建构一个

温柔敦厚、礼乐和谐的伦理社会。”
［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个体爱之发生发展的基本秩序：

如果说“琴瑟友之”代表着“个人性的琴瑟相和”，那么“钟鼓乐之”则呈现为“社会伦理

性的钟鼓之音”，这其间所显明的爱的秩序，大致契合于柏拉图《会饮》中爱的上升秩序，

即从基于个人自然性情的对窈窕淑女的爱，提升为对美好事物的爱与期待，进而在礼乐的引

领中超越对具体某人的爱而走向对美好德性的爱。 

孔子这样论《诗》：“《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邪就是

不正，“思无邪，归于正也”
［9］

，“思无邪”就是让个体本然之思归于合理的方式，也即合乎

礼的方式。在《关雎》这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男女之间在“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这一自然情景中被唤起、原本个体天生就有的情欲的显现，是人性之自然流露，如孔子

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辗转反侧”、“寤寐求之”是个体自然情

欲在社会生活情景中的进一步延续与扩展：“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则是个体自然情欲在

礼乐中的整饰，也即个体的男女之爱引之以合乎礼的路径，也即以合乎礼义的方式去打动“窈

窕淑女”的芳心，所谓“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
［10］

君子的好色之心，凝止在“琴瑟友

之”、“钟鼓乐之”这样一种合乎礼义的方式上。正因为如此，“《关雎》一诗正是对情欲的引



导与调理，目的就是要引导情欲‘归于正’，符合‘礼义’。换句话说，《关雎》引导情欲归

于正的过程，就是‘思无邪’的过程。”
［11］

在这里，《诗》的功能就在于以礼义的要求引导

人的自然欲望，使得人的性情萌动渐渐转向德性的生成。正如康德所言，“未受培养的人是

生蛮的，未受训诫的人是野性的。”
［12］

 

纵观《关雎》，大致可以这样分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

是诗之兴，也即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性情景带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青春

爱意与基于爱的美好生命期待；“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意味着在诗性场域中被激活的爱之不断生长与这种情感

以节制而适度的方式表现出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则是经过磨砺的个体爱情最终在个体持续的磨砺而合乎

礼仪的坚持之中，达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善之境。这一过程整合起来，实际上

暗含着孔子《论语》中所言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路径。《关雎》作为《诗

经》第一篇的意义也在此显现出来，那就是从“思无邪”出发，提示着个体成人的古典路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二、个体生命的兴发与天地视域的打开 

 

《关雎》给我们提供的路径正是中国古典视域中个体爱之上升的基本路径：在审美情景

中，回到个体成人的基础性视域，也即回到作为初始性背景的天地自然。 

从“关关雎鸠”引发君子的“好逑”之心开始，贯穿其中的线索是“参差荇菜，左右流

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诗中提到荇菜的不同姿势，“流之”、

“采之”、“芼之”所体现的乃是不同时节荇菜的长势不一样，故采者所取的姿势不一样。先

秦时期采摘荇菜的嫩茎叶充作蔬菜，“荇菜在水面常形成优势群落，覆盖水面。采荇菜的女

子乘小舟以左右两手捞取浮于水面的植株。春季的植株刚浮出水面，又小又嫩又少，女子双

手同时垂入水中不离水面，随着小船前行，连续捞取好几株后再往船里装，所以叫‘左右流

之’;夏季荇菜植株长大，群体增多，覆盖了有些河段的整个水面。这时的荇菜，已不能再

用手在水中‘流’的办法。荇菜的茎比较强韧，需用点力才能摘下，再加要挑摘嫩梢、嫩心，

所以说‘左右采之’；到了夏末，荇菜植株老了，采摘时要认真挑选，故要‘左右芼之’。”
［13］

不难发现，青年男女从相识相恋到终成眷属，大致要历经春、夏、秋季节的变化，这提示我

们爱情的萌发、生长、成长需要时机。正因为如此，“窈窕淑女”才需要“君子”反反复复

地“求”。《关雎》不断地提示采摘荇菜的不同方式，在以物候交代出男女热恋的时令之时，

也用荇菜或左或右漂浮不定比喻求爱的不易，以不同季节采摘荇菜的不同姿势提示着求爱的

时间长度与求爱者的韧性坚持，也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煎熬。女子勉力求取荇菜，

也隐喻“君子”追求“淑女”的不懈努力，求爱的过程成为历练君子德性的过程。 



不仅如此，这里的春、夏、秋并非实指从某一年的春季到同一年的秋季，其间的另一层

意蕴乃是春种而秋收，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同样需要

置于自然变更的视域之中，契合于自然之道，经受春夏秋冬四时变更的历练。这首诗以“关

关雎鸠”引发“君子好逑”，本身就是把君子求爱的过程置于天地四时之中，这提示着君子

之道，君子之德成就在天地之间。个体活在季节之中，活在自然时令的规定性之中，这本身

就是一种德性，一种基础德性。《关雎》之作为《诗经》的开篇，甚至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

篇，其奠基性的意蕴正是敞开个体成人的天地视域，在天地四时之中带出个体成人的可能性。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关雎》之“兴”得以发生的内涵与实质。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到“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青年男女

爱情的发展乃是以天地自然为背景，并一直伴随着时令与物候的变化，换言之，天地万物及

其时令季节构成个体生活的基本背景与视域，也成为个体生存的基本规定性：“君子好逑”

之爱的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自然世界在个体视域中的打开，个体爱情生活的打开伴随着天地自

然节令的变化，自然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和谐秩序与伴随这种自然秩序而展开的人类生活的节

律以审美的方式直接而无隔地进入个体，成为个体求偶之行动的初始视域，也即奠定个体何

以面对心中佳偶的基础性心灵结构，成为君子之爱的发展与自我德性提升的基本依据。正如

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言，“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
［14］

个体最初的审美经验奠定了个体与世界之间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审美经验乃是基于个人

身体感官而直接地被给予的、非反思性的经验，审美经验所奠定的个体与世界的联系也是原

初性的，同时又是无隔的，因而是最深刻而最亲密的关系。正是在这里，《诗经》在个体发

展中具有着现象学的奠基意义，不仅在自我与世界的感性相遇中奠定了自我的初始型式，同

时也奠定了个体建构自我的初始方式与路径，这种方式与路径实际上潜在地具有个体发展历

程中的方法论的意义。“兴于诗”乃是让个体在以自我身心与诗的接触中，让人类生命的初

始性境遇以直接给予的、非反思性的方式进入个体意识，让个体在审美化情境中与天地自然

相遇，活在天地自然节律之中，活出天地自然的内在秩序，由此而打开个体成人的初始性的

天地自然视域，以孕育个体朝向美善事物的本体性生命通道。“不学诗，无以言”，说的乃是

《诗经》在个体发展初期对个体生命成长的开端性意义。不仅如此，《诗经》作为中国文化

开端的奠基性作品同样在中国人的民族个性的塑造中起着奠基性的意义。 

在先秦文献中，“兴”的基本含义是“起”。兴的本义来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精神、情感

乃至祭祀器具的上举升腾。甲骨文“兴”作”，形象地展现了主体进入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存

在样态，即巫觋在通神时的那种极度兴奋、迷狂的状态。
［15］

在这里，兴的含义所指涉的就

是将祭祀中的个体在带入天地情景之中，达成个体身心状态的充分唤起，以至迷狂，进而让

自我感通天地，融身天地之间。宗教祭祀往往跟原始歌舞联系在一起，“原始歌舞的一个主

要的目的是‘降升上下之神’，也就是使舞者的精神超越到与神沟通、交流乃合一的境界。”

［16］
《论语》中孔子赞许曾点之志，正是其间所蕴含的初始兴发情景的回返：“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暮春三

月，正值万物复苏、大地开化之际，穿上新做的春装，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批孩

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舞雩台上，

沐着春风，伴随着歌舞而宴饮，
［17］

把自己融汇在天地之间，让自己享有一场心灵的仪式。

孔子之所以赞许曾点而非子路、冉有、公西华，因为他们三位所关注的乃是个人作为政治人

的抱负与现实行动本身，而曾点所言及的乃是回返到舞雩求雨、人神沟通的传统祭仪，这一

祭仪作为一个生命兴发的典型场域带出个体置身天地之间优雅成人的生命姿态，换言之，曾

点所眷顾的乃是个人之为人的基础性生存姿态。孔子所赞许曾点的，正是其回到人之为人的

基本场域与基础德性。而个体着上新装，浴于沂，舞雩台上迎风而起，载歌载舞，正是起兴

个体以感通天地的基本路径。 

不难发现，当我们回到初始的兴发情景，也即回到原发性的个体成人境遇之中，其基本

过程乃是在审美情景中的个体身心向着神圣事物的唤起，其基本出发点乃是人的身体之倾入

其中，其基本指向乃是祭祀中的神圣事物，而个体因为上举、升腾而至迷狂的过程则是个体

身心卷入当下，为祭祀情景所规范、引导，纯净的情感得以充分激励，个体进于一种“审美

的存在状态”
［18］

的过程。 

正是天地自然之境域向着人开启，由此而引导人趋于天道秩序的过程，以天地自然事物

向着个体生命世界的涌流，敞开作为个体生存境遇的天地自然世界，也即情景化之天地自然

向着个体生命的敞开，由此而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个体生命在情景化之天地自然的场域之中，

进于对天道秩序的体悟，由此而让天地之道潜移默化地引导、规范、形塑着个体的自然性情。

显然，为《诗》之兴所敞开的正是中国人在天地自然之间朝向美好事物、欲求美好事物的自

我生命通道，这一过程也是化性起伪，或“修”道以在更高层次上“成”性的过程，也即人

性和谐教化的过程。兴发的发生，乃是因物而兴，在人与物的关联情景中，激活个体优雅的

生命想象，最终达成个体生命的内在激励，用叶嘉莹的说法，就是让人在感通于人间万物的

过程中，培养“使人心不死的一份感情，使人养成一颗活泼的、有生命的心灵”。
［19］

因“兴”

而“发”的并不仅仅是个人性情的自然抒写，而恰恰是个人性情的矫正，也即“志”的显现，

“志于道”之“志”的显现。这才是“诗，言其志也”
［20］

的要义，也是兴发于《诗》之教

的灵魂所在。 

 

三、美善相乐与个体人格的完善 

 

个体趋于教化的过程乃是个体超越殊性生存状态而上升到普遍性的过程，也即个体超越

殊性自我而走向普遍的人类精神的过程，同时意味着个体行为超越偶然性而走向自由自觉的

存在。这一过程正是个体走向精神教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内在地蕴含着个体成人之教育目的

之实现的过程。《关雎》以性情个体与优美自然相遇，由此而唤起个体的感性审美欲求开篇，



也即从听到“关关雎鸠”，看见其“在河之洲”，再想起“窈窕淑女”，继之以盼望着成为“君

子好逑”，个体诗性生命在听、看、想、望中一点点被激活、焕发出来。“参差荇菜，左右流

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则是基于个人性

情的爱欲在自我世界中的蓬勃生长与自我规约。在这里，个体虽然爱之殷切，但却更多地停

留在个人的欣赏与自我向往之中，体现出爱的节制，可谓合“礼”行为的表达，换言之，在

这里，个体被激活的诗性生命之徜徉始终在礼所规定的视域之中;“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则是在礼乐合一的审

美情景中对个体自然之爱欲的美善表达，也是对自然之爱欲的引导与提升。以琴瑟和钟鼓陪

伴着采摘荇菜的美丽少女，可谓诗、礼、乐的统一。 

“兴于诗”乃是以审美为中介，把个体成人带入天地视域之中；“立于礼”就是置身天

地视域中的个体因为审美的调适，而让个人的喜怒哀乐以“中节”的方式生发出来，从而让

个体的言行举止努力合符礼的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

语.颜渊》)；“成于乐”就是在天地视域之中打开自我生命，并在礼乐和谐的视域之中融通

他人，由此而妥帖地释放自我生命、安顿自我生命，臻于天地人的和谐与秩序。基于此，我

们不难发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中国古典教育的基础性路径，其根本旨趣乃

是：以个人身体感官与天地自然相遇，由此而以天地自然及其节律作为个体生命的基础性视

域;以优雅的情景来激活人的原初性身体感官，激活人对美的事物的本原性情绪情感，进而

引导个体情志，最终转向对美好事物本身的爱，从而达到个体生命的整体性唤起，并朝向合

“礼”也即合“理”的方向，臻于个体置身天地万物之中的自我完善。 

一个人何以兴于诗而立于礼，诗礼何以走向统一？所谓“兴于诗”，正是个体生命在爱

中的充分唤起与整体激活；“立于礼”乃是整体激活的生命寻求自我成长的合理现实路径;

而“成于乐”正是对成长初期个体生命整体激活的回应与提升。兴于诗，乃是个人生命的整

体涵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礼化生命，赋予生命以合理秩序，由此促成个体生命的内外和

谐，最终在乐中臻于美善合一的生命境界，美善皆合于道的境界，由此而使得个体最大向度

地超越自我，而达成个体生命与精神的自由。 

正如《礼记.乐记》所言，“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

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21］

乐是诗、

歌、舞的统一综合性的艺术，“成于乐”直接地意味着个体生命在诗歌舞情境中优雅而整体

地得到唤起。与此同时，乐作为综合性的艺术意味着个体进入乐的和谐而整体情景之中，个

体从一己情性中超越出来，得到唤起的身体直接地与道相遇，个体也因此而臻于自我完善之

境。“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

乐。”
［22］

亦如《论语》所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

善也。’”(《论语.八佾》)可见，“成于乐”的根本乃是美善相乐，在乐的涵养中达成自我人

格的完善，也即因“乐得其道”而“乐而不乱”，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如孔子所言“从



心所欲不逾矩”的得道之境。 

亦如《乐记》之言，“乐自中出，礼自外作”(音乐发自内心，礼仪生自社会)，“乐者，

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表喜乐之感，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又不能以他物代

替之)，“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代表天，礼仪代表地)，所谓“成于乐”乃是达成人心、

人情、人天之和顺，个人之举动皆中节，自我生命达于和悦欢洽之境。“兴，起也，言修身

当先学诗也。礼者，所以立身也。乐所以成性。”
［23］

《诗》主情，故能兴；礼主敬，故能立；

乐主和，故能成。在这里，“乐的形式与道德理念的存在样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也就

是说，审美与道德在其根源部位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主要表现在，乐舞活动可以将人

还原到他的本然状态，而所谓的伦理规范、道德要求只有建立在这种本然状态的基础上才是

真实的。”
［24］

兴于诗而成于乐的教育蕴含正是给出个体向善的真实的生存论基础。由此，古

典诗教的意蕴也昭然若揭：“《关雎》从自然的关关之声始，以人文的钟鼓之乐终，在诗的进

展中，自然的关关声终于转化成了人文的钟鼓声，或者说，礼乐将一开始以自然感发为基础

的诗意空间转化为以礼乐为精神指向的人文世界，由此自然性的感发才会延伸为个人性的琴

瑟相和并最终转化为伦理性的钟鼓之音。正是在这样的人文世界之中，才会有君子人格的生

成，诗也才真正体现出所谓诗教的内涵。”
［25］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化范式，可谓在孔子这里得到充分实践、并通过孔子

而进一步成型的引领中国人生命成长的基本教育范式：自然万物作为中国人生命世界中的亲

近他者，不断地兴发着古典初民的身体和心灵姿态，唤起个体的诗性生命；诗性生命的绽放

以礼的法度为边界，“乐而不淫”(《论语.八佾》)，享受青春生命的欢乐而不至于淫乱;诗

性生命所传达出来的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欲求在礼的规约中引领着个体现实的努力，黾勉求之，

“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虽然最终也许仍然无法真正拥有，但一方面依然不改初心，

不放弃自己对美善事物的无限追求，另一方面又能在乐的激励与陪伴中保持自我积极进取的

姿态，由此而使得人生无需彻底实现美善事物的目标，却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过程中保持积

极进取的人生姿态，并达成自我生命的完善。 

我们来看孔子和子贡之间的一段经典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

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孔子与子贡

从负面和正面谈及个体德性修炼的基本范式，子贡自然地将《诗经.卫风.淇奥》中的诗句“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带出来，也即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激活子贡过去的记忆，并进一步达成意

义的生长。 

孔子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愤悱就是个体置身天地自然的原初性境遇之中，自我生命处于被激励的状态。启发不过是将

个体与天地自然审美性相遇的不确定而模糊的意义孕育得以敞亮，使之明晰化。如果说苏格

拉底、柏拉图的启发式教学范式乃是唤起个体内心转向理念世界，唤起个体对事关人生的普



遍性的美善事物的欲求，以不断地求知智慧与真理来达成德性与幸福，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

兴发式教学乃是引导个体不断地回到原初性的境遇，在天地人的关联情境中激励个体的生命

自觉，以找寻个体活在天地之间的合理位序，直接地孕育着个体德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

上，《诗经》本身就是作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对其后生生不息的族类生命之兴的起点，不

知不觉地孕育着民族的生命个性。 

 

结语：重温中国古典教育：以美兴人，以礼导人，以道成人 

 

我们今天乃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各种技术不仅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且变成了我们生

活方式的一部分。海德格尔这样论及技术与物的关系：“技术按照特定的方式将物带入在场，

让其显现出来。技术将物揭示为具有特定特征的特定存在。技术已经成为基本的解蔽方式，

是支配一切语言和行为的实践，而这种实践使人们周遭的物以特定的方式显现了出来。”
［26］

这种解蔽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在技术活动当

中，“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
［27］

作为现代形而上

学的技术，它“已经使无间距的东西占居了统治地位。在切近之缺失中，我们上面所讲意义

上的物作为物被消灭掉了”。
［28］

在海德格尔看来，物唯有取得其本真的意义，即作为四方整

体的物，人类才能在技术命运中觉醒。重提古典兴发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寻求我们重新进入

世界的方式，也即寻求我们进入世界，与世界之物整体性地相遇，进而启迪我们自身作为整

体的存在。“人即是技术时代的持存物又是反对持存物的聚集四方之物”，
［29］

这是海德格尔

所揭示的现代人的命运，而当我们不断地回到以物起兴，与物相遇，我们就得以在技术化的

世界之中得以走向作为整体的物，避免物的隐匿，由此而不断地回到天地人共在这一个体完

整成人的基础性境遇。 

古典兴发之教学究其实质而言，乃是逐步地敞开个体成人的原初性的天地自然境遇，让

个体凭借自我活跃的身心感官与天地自然直接地相遇，从而在感性审美情景中敞开个体“教”

“学”天地之道而得以成人的可能性。兴发之魂正是个体置于天地自然之道的观照之中，也

即让自我以身体道，自然地亲近道，朝向道，以道成人。“人与自然、天道的一致，表达了

统一整体的智慧，在这种智慧中，天地万物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同时，在

这种思想支配下，哲学不认为本体和现象世界是割裂的，不认为本体和生活世界是割裂的，

本体即在现象中显现，不离开生活现象。”
［30］

兴发式教学正是开启天人沟通，让本体与生活

现象融通，由此而让个体自然地亲近道、朝向道、以道成人的可能性。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

古希腊哲人所开创的启发式教学范式，乃是让个体逐步超越既有经验，在不断地回返、否定、

超越的思维路径中通达个体成人的普遍性之理。正是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中西古典教育

殊途而同归：启发教学抑或兴发教学，根本旨趣乃在于个体成人，而非应对某种具体学习问

题的技术性路径。正因为如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敞开的正是中国古典文明视



域中个体成人之大道。 

《中庸》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个体爱的发生与发展所依托

的天地视域中蕴含着的自然秩序乃是天命之性；以美引导爱的舒展，让个体爱的发生以合乎

天道秩序的方式得以显现，可谓率性之道；在天地四时之中以合礼的方式带出个体的天命之

性，进而不断地舒展、成全天命之性，使个体发展臻于美善合一之境，可谓修道之教。古典

兴发的意义就是将我们带入天地之间，激活我们的天命之性，让我们自由地活出天命之性，

并努力成全我们自身之中的天命之性。我们栖身在天地万物之中，我们就总已是栖身在天地

之道的世界之中。我们今天之所以还需要不断地回到《诗经》，回到唐诗宋词，其根本原因

就是要回到《诗经》、唐诗宋词所敞开的天地人的世界，由此而提示今天日渐为技术所围裹

的人们，不断地回到那天地人共在的世界，在被兴发的个体以激活的感官与天地自然相遇的

过程中重拾个体成人的起点，在打开个体成人的天地视域的同时，获得个体之为人的基本规

定性。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以《诗经》之教为基础，经由孔子而逐步成型的中国古典

教育自成一体，那就是：以美兴人，以礼导人，以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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